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区域贸易协定
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吗

王　 岚

摘要：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服务的作用愈发凸显， 服务贸易的新形式丰富了区域

贸易协定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渠道。 本文从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两个维度分析了区

域贸易协定对不同类型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效果和机制。 结果表明： 单纯签订区域

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提高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将显著降

低服务贸易成本。 区域贸易协定可以显著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 对最终需求

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区域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存在非对称

性， 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应强于南北型。 北北型区域贸易

协定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外溢两条途径降低服务贸易成

本， 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则仅可以通过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外溢效应来降低服务贸易

成本。 因此， 中国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开展高质量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通过提高区域

贸易协定深度充分发挥其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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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简称 ＧＶＣ） 的不断深化，
以协调货物、 服务跨境流动为核心的传统多边贸易规则对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不适

应性不断凸显。 涌现出了以规制融合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和监管一致性 （ 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为主要特点的， 以 “ＷＴＯ ＋ （边境措施） ” 和 “ＷＴＯ －Ｘ （边境后措

施） ” （Ｈｏｒｎ 等， ２００９［１］ ） 为主要政策工具的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简称 ＲＴＡ）， 也称深度贸易协定 （Ｄｅｅｐ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简称

ＤＴＡ）。 ＤＴＡ 旨在实现五个领域的经济一体化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 收益，
包括缔约方之间货物、 服务、 资本、 人员以及创意更加自由的跨境流动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２０［２］）。 因此， ＲＴＡ 的质量将直接影响缔约方在多广的维度和多深的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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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体化的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不同质量 ＲＴＡ 对贸易的差异化影响是 ＧＶＣ
赋予 ＲＴＡ 政策效果的新特征。

边境后措施作为 ＤＴＡ 的核心标志， 是 ＧＶＣ 分工催生出的制度产物， 同时也是

解决传统贸易规则对新分工体系不适应性的重要手段。 它通过协调各成员方国内监

管政策达到规制融合的目的， 以防止成员方监管分歧给价值链运行造成不必要的障

碍。 更加重要的是， 经过边境后措施调整的国内监管环境作为制度型公共产品， 不

仅适用于来自缔约方的服务提供企业， 还会惠及非缔约方的服务提供企业

（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１［３］ ）。 由此带来的外部性导致 ＲＴＡ 效果会外溢到非成员方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ａｎｄ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１４［４］）， 从而缩减 ＲＴＡ 给成员方带来的优惠幅度 （ｐ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ｒｇｉｎ）， 弱化 ＲＴＡ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效果。 因此， 边境后措施作为贸易规

则顺应 ＧＶＣ 分工的产物， 不仅成为 ＲＴＡ 影响服务贸易的新手段， 还会产生区别于

传统贸易规则的新贸易政策效果。
在 ＧＶＣ 分工中， 制造与服务的交织融合导致测度服务在 ＧＶＣ 分工中的作用变

得愈加复杂。 从增加值的视角看， 服务业在商品和服务总贸易额中的比重将近

５０％， 远高于按照总值贸易计算的比重 （ＷＴＯ， ２０１９［５］ ）。 这意味着有相当的服务

通过嵌入在商品中实现跨境流动。 Ｃｅｒｎａｔ ａｎｄ Ｋｕｔｌｉｎａ－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ａ （２０１４） ［６］ 将这一新

现象称为在 ＧＶＣ 分工下， 除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以及自然人流动之外

的服务贸易第五种提供方式。 因此，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带来的货物贸易政

策效果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是 ＧＶＣ 分工赋予 ＲＴＡ 货物贸易政策效果的新属性。
从国家层面看， 扩大服务业开放， 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有利于发挥服务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 一方面， 服务贸易成本尤其是获取中间投入服务的自由化程

度决 定 了 企 业 的 竞 争 力 （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等， ２０１７［７］； 张 艳 等， ２０１３［８］； Ｈｏｅｋｍａｎ，
２０２０［９］）， 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增加本国制造业中服务投入的有效供给， 提高制造业企

业竞争力， 促进企业出口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１０］）。 另一方面， 获取中间投入服务的自

由化程度是影响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重要因素， 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 ＧＶＣ 分

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已经得到文献的普遍支持 （刘斌等， ２０１６［１１］； 王岚， ２０２０［１２］； 戴

翔等， ２０１９［１３］）。 因此， 考察 ＲＴＡ 对不同用途服务贸易成本的差异影响， 对于如何

通过 ＲＴＡ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实现 ＧＶＣ 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更强的指导

意义。
关于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影响的研究， 多从服务贸易流量的维度展开， 且结论较

为一致， 即 ＲＴＡ 能有效促进服务贸易 （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 ２０１１［１４］； 周念利， ２０１２［１５］；
Ｇｕｉｌｌｉｎ， ２０１３［１６］； 陈 丽 丽 和 龚 静， ２０１４［１７］； 林 僖 和 鲍 晓 华， ２０１９［１８］； 林 僖，
２０２１［１９］等）。 随着增加值贸易方法的发展与成熟， 一些研究开始从增加值视角考察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裴长洪等， ２０１４［２０］； 刘洪槐， ２０１６［２１］；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２２］等）。 目前， 考察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影响的研究极度匮乏。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等
（２０１０） ［２３］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期间欧盟各国的服务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和计量分析， 发

现缔结 ＲＴＡ 能够降低区域内部的服务贸易成本， 但影响并不显著。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１４） 通过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间 ６１ 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成本， 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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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结论。 龚静和尹忠明 （２０１７） ［２４］ 结论则认为 ＲＴＡ 能够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

本。 与上述研究不同，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１６） ［２５］分别测度了最终需求服务和中

间投入服务的贸易成本， 并重点考察了监管分歧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以上研究为

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但由于没有将 ＲＴＡ 质量以及服务用途的异质性纳入统一

的分析框架， 未能全面评估 ＧＶＣ 分工下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综合制度效应。
基于此， 本文在 ＧＶＣ 分工背景下， 从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两个维度， 在测度

不同用途服务贸易成本的基础上， 考察了不同深度 ＲＴＡ 对不同用途服务贸易成本

的差异化影响， 并从削减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政策外溢效应两个维度揭示 ＲＴＡ 影

响服务贸易成本的机制和途径。 与以往研究多从事后角度评估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规

模的影响不同， 本研究以服务贸易成本为对象， 从事前的角度考察 ＲＴＡ 的服务贸

易自由化效果。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本文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拓展： 第一， 服务

用途维度上的拓展， 考虑到了不同用途服务在 ＧＶＣ 分工下的不同作用， 分别考察

了 ＲＴＡ 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和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第二， 政策维

度的拓展， 考察了不同深度 ＲＴＡ 和不同类别政策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第

三， 研究深度的拓展， 从缩小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自由化外溢效应维度识别了

ＲＴＡ 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机制和途径。

二、 理论分析

监管分歧的存在会以沉没成本的形式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固定成本 （Ｋｏｘ 和

Ｎｏｒｄａｓ， ２００７［２６］）。 海外经营以及位于不同国家生产环节的有效联结是 ＧＶＣ 分工区别

于传统贸易方式的典型特征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１）。 服务提供企业到外国建立商业存在并

从事后续的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当地的法律规范， 这种行为会带来合规成本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 在各国监管不一致的情况下， 如果该厂商在不同的国家建立商业

存在， 那么就需要不停地担负合规成本， 从而提升企业拓展市场的难度， 提升服务贸

易成本。 Ｅｇｇｅｒ 等 （２０１８） ［２７］对贸易成本分解的结果表明， 贸易监管差异对服务贸易

成本的贡献度达到 １７％， 是仅次于运输和旅行成本 （１９％） 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第

二大因素。 为了适应价值链分工的新特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ＲＴＡ 将边境措施和边

境后措施引入谈判范围， 旨在通过实现成员方贸易监管的一致性减少监管分歧给服务

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效降低服务提供企业进入不同市场时的合规成本。 此外， 以

ＲＴＡ 为载体的国内监管协调会对成员方服务贸易国内监管行为带来有效约束， 确保

服务贸易政策的稳定性。 因此能够提高服务企业出口的确定性预期， 并为双边服务贸

易体制提供可信的制度保证 （周念利， ２０１２）， 从而降低缔约国服务贸易的固定成本

和可变成本。 基于此， 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１： 监管分歧会提升服务贸易成本， 提高 ＲＴＡ 深度可以通过减少缔约

方之间的监管分歧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这是 ＲＴＡ 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直接途径。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

型的典型特征， 导致越来越多的服务是被蕴含在货物中或者以与货物捆绑的方式实

现跨境流动， 形成了 ＧＶＣ 下服务贸易的新形式。 这为货物贸易政策向服务贸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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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外溢提供了渠道 （ＷＴＯ， ２０１９）。 在国内生产环节， 特定行业产品价格的变化

会通过垂直产业关联形成向上游和下游部门传导的 “涟漪效应”。 在制造业和服务

业高度融合的背景下， 如果一国降低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 就会增加本国对这一产

品的需求， 从而刺激出口国该产品生产部门对上游中间投入服务的需求， 变相促进

了这部分中间投入服务的跨境流动， 并最终体现为服务贸易成本的降低。 在跨境流

动环节， 作为 “贸易－投资－服务综合体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 的 ＧＶＣ 分

工， 会使服务贸易跨境不仅要受到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还会受到货物贸易壁

垒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 货物贸易壁垒的提升会显著提高零售和批发服务的贸易成

本 （ＷＴＯ， ２０１９）。 因此， ＧＶＣ 分工背景下， 服务贸易成本是服务跨境提供成本和

货物跨境流动成本叠加作用的结果。 在上述机制作用下， ＲＴＡ 带来的货物贸易自

由化效果会同时作用于服务部门， 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 （尤其是中间投入服务）
贸易自由化的联动。 基于此， 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２： ＧＶＣ 分工下货物贸易政策对服务贸易存在外溢效应， ＲＴＡ 会通过

削减货物贸易壁垒达到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效果。 这是 ＲＴＡ 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

间接途径。
尽管 ＲＴＡ 会同时带来货物和服务贸易成本的下降， 但是 ＲＴＡ 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效果与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存在差异， 体现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具有非对称性

的特征 （Ｌｅｅ， ２０１９［２８］）。 ＲＴＡ 的货物贸易谈判多采用互惠对等减税等方式， 因此

相对而言 ＲＴＡ 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对称的。
但是， ＲＴＡ 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对两类国家的影响是非对称的。 原因在于， 发达国

家本身服务业竞争力比较强， 服务业市场准入水平也比较高， 因此发达国家降低服

务贸易壁垒不会对自身服务业和制造业产生太大影响。 而发展中国家却可以通过降

低服务贸易壁垒， 促进发达国家的优质服务要素进入， 使本国的中间品生产获得更

优的服务配置 （刘斌等， ２０２０［２９］）， 因此获益会更多。
推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与发达国家签订 ＲＴＡ 会从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中

获得更多收益。

三、 实证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构建如下扩展的引力模型考察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ｓｔｃｉｊｋｔ ＝ α０ ＋ α１ＲＴＡｉｊｔ ＋ α２ｓｔｒｉｈｉｊｋｔ ＋ α３ｓｔｒｉｈｉｊｋｔ × ｓｔｒｉｏｉｋｔ ＋ α４ｓｔｒｉｈｉｊｋｔ × ｓｔｒｉｄｉｋｔ

　 　 　 　 　 　 　 　 ＋ α５Ｚ ｉｊ ＋ δｋ ＋ ηｉｔ ＋ μ ｊｔ ＋ θｉｊｋｔ （１）
（１） 式中， ｓｔｃｉｊｋｔ 表示 ｔ年 ｉ国和 ｊ国 ｋ 行业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 ＲＴＡｉｊｔ 为与区域

贸易协定有关的变量。 考虑到两国间监管分歧和服务贸易限制程度也是影响服务贸

易成本的重要因素， 借鉴 Ｎｏｒｄåｓ （２０１６） ［３０］的做法， 将两国的监管分歧指数 ｓｔｒｉｈｉｊｋｔ

及其与贸易双方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相互项 ｓｔｒｉｈｉｊｋｔ × ｓｔｒｉｏｉｋｔ 和 ｓｔｒｉｈｉｊｋｔ × ｓｔｒｉｄｉｋｔ 同时引

入模型。 虚拟变量 Ｚ ｉｊ 主要涉及引力模型变量， 包括两国地理距离的对数 ｌｎｄｉｓｔｉ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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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边界 ｃｏｎｔｉｇ ， 共同语言 ｃｏｍｌａｎｇ 以及是否存在殖民附庸关系 ｃｏｌｏｎｙ 。 δｋ 代表行

业固定效应， ηｉｔ 和 μｉｔ 分别为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 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 θｉｊｋｔ 表

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服务贸易成本

假设国家间偏好是一致的， 这意味着各国不同服务行业 ｋ 之间的替代弹性 σｋ

是一样的。 基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 ［３１］构建结构引力模型：

Ｘｋ
ｉｊ ＝

Ｙｋ
ｉ Ｙｋ

ｊ

Ｙｋ

ｔｋｉｊ
Ｐｋ

ｊ Πｋ
ｉ

æ

è
ç

ö

ø
÷

１－σｋ

（２）

其中， Ｘｋ
ｉｊ 表示国家 ｉ 向国家 ｊ 服务业 ｋ 部门的出口， Ｙｋ

ｉ 是国家 ｉ 服务业 ｋ 部门的

总出口， Ｙｋ
ｊ 是国家 ｊ 服务业 ｋ 部门的总进口， Ｙｋ 表示全世界服务业 ｋ 部门的总产出。

ｔｋｉｊ ≥１ 表示国家 ｉ和国家 ｊ之间服务业 ｋ 部门双边贸易成本。 同时双边贸易还受到与

其他贸易伙伴贸易成本的影响， 表示为两个多边阻力项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ｒｍ）：

Πｋ
ｉ( ) １－σｋ ＝ ∑ ｊ

ｔｋｉｊ
Ｐｋ

ｊ

æ

è
ç

ö

ø
÷

１－σｋ Ｙｋ
ｊ

Ｙｋ ， Ｐｋ
ｊ( ) １－σｋ ＝ ∑ ｉ

ｔｋｉｊ
Πｋ

ｉ

æ

è
ç

ö

ø
÷

１－σｋ Ｙｋ
ｉ

Ｙｋ （３）

Πｋ
ｉ 表示对外多边阻力， 是由国家 ｉ 服务业 ｋ 部门作为出口方负担的双边贸易成

本。 Ｐｋ
ｊ 表示对内多边阻力， 是由国家 ｊ 服务业 ｋ 部门作为进口方负担的双边服务贸

易成本。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３２］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 的基础上改进了贸易成

本的计算方法：

τｋ
ｉｊ ＝

ｔｋｉｊ ｔｋｊｉ
ｔｋｉｉ ｔｋｊｊ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 １ ＝
Ｘｋ

ｉｉＸｋ
ｊｊ

Ｘｋ
ｉｊＸｋ

ｊｉ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σ－１( )

－ １ （４）

进一步地， 用上标 ｍ 表示中间投入服务， 上标 ｆ 表示最终需求服务。 将双边中

间投入服务和最终需求服务的贸易成本写为：

τｍ
ｉｊ ≡

ｔｍｉｊ ｔｍｊｉ
ｔｍｉｉ ｔｍｊｊ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 １ ＝
Ｘｍ

ｉｉＸｍ
ｊｊ

Ｘｍ
ｉｊ Ｘｍ

ｊｉ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σ－１( )

－ １ （５）

τｆ
ｉｊ ≡

ｔｆｉｊ ｔｆｊｉ
ｔｆｉｉ ｔｆｊｊ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 １ ＝
Ｘ ｆ

ｉｉＸ ｆ
ｊｊ

Ｘ ｆ
ｉｊＸ ｆ

ｊｉ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σ－１( )

－ １ （６）

本文计算中间投入服务和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所需的数据， 均来自 ＯＥＣＤ 结

构分析统计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简称 ＳＴＡＮ） 数据库中的国家间投入产出

表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ｓ， 简称 ＩＣＩＯｓ）。 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的优势在

于它区分了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 还提供了各经济体服务部门国内销售以及贸易

额。 本文参照借鉴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２） ［３３］的做法， 令 σ ＝ ５􀆰 ６。 为了简洁， 假设不同行业

中间投入服务和最终需求服务之间的替代弹性是一样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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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考察的是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或双边贸易的变化时， 替代弹性 σ 的值并不重要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ＲＴＡ 相关变量

与 ＲＴＡ 有关的变量涉及 ｒｔａ， ｐｌｕｓ 以及 ｘ 三个维度。 变量 ｒｔａ 是虚拟变量， 如果

两国之间签订有 ＲＴＡ， 则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考虑到 ＲＴＡ 中的承诺内容不尽相

同， 设置虚拟变量的做法只能体现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平均效应， 而无法体现

ＲＴＡ 在议题范围和质量上的异质性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差异化影响。 因此， 采用

ＲＴＡ 深度指标刻画不同质量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异质作用。 令 ｐｌｕｓ 表示 ＲＴＡ 中

包含的 “ＷＴＯ＋” 议题总数， 反映边境措施深度； ｘ 表示 ＲＴＡ 中包含的 “ＷＴＯ－Ｘ”
议题总数， 反映边境后措施深度。

表 １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变量 预期符号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ＲＴＡｉｊｔ

ｒｔａｉｊｔ － 两国是否缔结区域贸易协定
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ｅｐ ＲＴ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ｌｕｓｉｊｔ － ＲＴＡ 边境措施深度
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ｅｐ ＲＴ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ｘｉｊｔ － ＲＴＡ 边境后措施深度
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ｅｐ ＲＴ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ｔｒｉｈｉｊｋｔ ＋ 两国的监管分歧指数 ＯＥＣＤ ＳＴＲ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ｔｒｉｏｉｋｔ － ｉ 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ＯＥＣＤ ＳＴＲ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ｔｒｉｄ ｊｋｔ － ｊ 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ＯＥＣＤ ＳＴＲ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ｄｉｓｔ ＋ 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ｃｏｎｔｉｇ － 共同边界虚拟变量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ｃｏｍｌａｎｇ － 共同语言虚拟变量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ｃｏｌｏｎｙ － 是否存在殖民附庸关系虚拟变量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３． 控制变量

（１）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简称 ＳＴＲＩ）。 鉴

于 ＯＥＣＤ ＳＴＲＩ 构建的贸易限制评估框架没有考虑 ＲＴＡ 中包含的任何具体减让

（Ｎｏｒｄåｓ， ２０１６）， 因此能够剥离 ＲＴＡ 的影响， 同时更适合评估以国内规制为代表

的边境后措施的限制程度 （齐俊妍和高明， ２０１８［３４］ ）。 因此， 选择 ＯＥＣＤ ＳＴＲＩ 数
据库作为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来源。 （２） 监管分歧指数。 服务贸易监管分歧指数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简称 ＳＴＲＩＨ） 数据来自 ＯＥＣＤ ＳＴＲＩ
数据库。 该数据库构建国家间边境后措施的限制差异性指标有两种原则， 一种是基于

“答案 （Ａｎｓｗｅｒ） ” 原则。 第二种是基于 “得分 （Ｓｃｏｒｅ） ” 原则。 为了更加充分的

考虑国家间的差异， 选择基于 “得分 （Ｓｃｏｒｅ） ” 的监管分歧指数。
４􀆰 其他控制变量

（１） 地理距离。 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更多的体现为获取信息的难易度

上。 地理距离越大获取目标市场信息的难度越大， 贸易成本越高。 （２） 是否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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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边界。 若进出口国互为邻国， 则两国在地域文化、 风俗习惯、 历史传统和消费

偏好上存在相似性， 应可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 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 （３） 是否使

用共同语言。 如果两国有共同语言， 可以降低语言壁垒， 方便实时交流， 在服务贸易

磋商、 合同签订、 履约沟通、 服务产品交接和交易纠纷处理上能提高便捷性和效率，
从而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４） 是否存在殖民附庸关系。 若两国有殖民附庸的关系，
则可能存在相似的历史传统， 会增强两国的亲切感， 增加两国间的人员流动和贸易往

来， 有利于降低市场开拓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等。 以上变量的数据均来自 ＣＥＰＩＩ 数
据库。

（三） 数据说明

ＯＥＣＤ 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提供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６４ 个经济体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ＯＥＣＤ ＳＴＲＩ 数据库提供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 ４６ 个经济体 （包括 ３６ 个 ＯＥＣＤ 成员国①和

１０ 个非 ＯＥＣＤ 成员国②） 的 ＳＴＲＩ 指数和 ＳＴＲＩＨ 指数。 由于 ＩＣＩＯ 的行业分类与 ＳＴＲＩ
的行业分类并不完全匹配③， 将住宿餐饮 （Ｄ５５Ｔ５６） 以及房地产 （Ｄ６８） 两个行业从

样本中剔除。 因此， 本文的样本涵盖 ４６ 个经济体和 ８ 个服务业部门， 样本期间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 样本总量 １６５６０ 个。

四、 基准回归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报告了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影响的估计结果。 从第 （１） 列可以看到， 对

于变量 ｒｔａ 而言， 回归系数虽为负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即缔结 ＲＴＡ 对经济体国

家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没有显著的影响。 换言之， 签订 ＲＴＡ 的国家组合的服务贸易

成本并没有显著低于没有签订 ＲＴＡ 的国家组合。 可能的原因是： 第一， 服务贸易

区别于货物贸易， 不仅涉及市场准入还涉及国内监管， 因此 ＲＴＡ 中涉及国内监管

领域的边境后措施作为制度型公共产品， 会使 ＲＴＡ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外溢到

非缔约方， 弱化 ＲＴＡ 对缔约方之间服务贸易成本的削减效果； 第二， 服务贸易的

自由化伴随着国内改革， 一国往往已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才有

能力对接 ＲＴＡ 有关规则， 因此 ＲＴＡ 签订后带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会较为有

限， 反而会作为工具用来锁定国内改革的效果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１４）。
为此， 有必要进一步考察 ＲＴＡ 议题设置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差异化影响。 表 ２

中第 （２）、 （３） 列引入 ｐｌｕｓ 和 ｘ 两个变量， 结果显示上述两个变量前的系数均显

著为负， 表明提高 ＲＴＡ 中的边境措施深度、 边境后措施深度将显著降低双边服务

贸易成本。 （１） — （３） 列 ｓｔｒｉｈ 前系数显著为正， ｓｔｒｉｈ 与贸易双方 ｓｔｒｉ 的交互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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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智利、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

利、 冰岛、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

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 英国、 美国。
巴西、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俄国、 南非、 泰国。
对此的处理方法是对同属于一个 ＩＣＩＯ 服务业分类的不同细分行业的 ＳＴＲＩ 取平均值， 作为该类行业的服

务贸易限制程度指标。



数显著为负， 在综合考虑直接影响效应和交互项的偏效应后， ｓｔｒｉｈ 前的系数依然为

正， 表明监管分歧会提升服务贸易成本。 对于引力模型变量而言， 地理距离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距离仍是服务贸易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共同边界对降

低服务贸易成本的作用则不明显。 共同语言和是否存在殖民附庸关系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

表 ２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ｒｔａ
－０􀆰 ０８０

（－１􀆰 ３８９）

ｐｌｕｓ －０􀆰 ０２２∗∗∗

（－４􀆰 ４４９）

ｘ －０􀆰 ００６∗∗

（－２􀆰 ０２４）

ｓｔｒｉｈ １􀆰 ７９７∗∗∗ １􀆰 ６９８∗∗∗ １􀆰 ７８７∗∗∗

（３􀆰 ３１９） （３􀆰 １３４） （３􀆰 ３０４）

ｓｔｒｉｈ×ｓｔｒｉｏ －２􀆰 ８８６∗∗∗ －２􀆰 ８０２∗∗∗ －２􀆰 ８７９∗∗∗

（－４􀆰 ３４６） （－４􀆰 ２１７） （－４􀆰 ３３３）

ｓｔｒｉｈ × ｓｔｒｉｄ －４􀆰 ５３４∗∗∗ －４􀆰 ４３７∗∗∗ －４􀆰 ５１５∗∗∗

（－６􀆰 ６９２） （－６􀆰 ５５０） （－６􀆰 ６６６）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４４４∗∗∗ ０􀆰 ４１８∗∗∗ ０􀆰 ４４２∗∗∗

（４􀆰 ８９４） （４􀆰 ６１１） （４􀆰 ８６７）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０􀆰 １９９∗∗∗ －０􀆰 ２１４∗∗∗ －０􀆰 ２１０∗∗∗

（－２􀆰 ６７６） （－２􀆰 ８８７） （－２􀆰 ８３４）

ｃｏｌｏｎｙ －０􀆰 ８４４∗∗∗ －０􀆰 ８５８∗∗∗ －０􀆰 ８３２∗∗∗

（－９􀆰 ０２４） （－９􀆰 ２３５） （－８􀆰 ９４０）

ｌｎｄｉｓｔ １􀆰 ３８２∗∗∗ １􀆰 ３４９∗∗∗ １􀆰 ３９２∗∗∗

（４０􀆰 ６９９） （４１􀆰 ５０８） （４５􀆰 ９３４）

常数项
－５􀆰 ９７７∗∗∗ －５􀆰 ５９４∗∗∗ －６􀆰 ０５７∗∗∗

（－１９􀆰 ９５２） （－１９􀆰 ７７５） （－２３􀆰 ８３２）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７００ ０􀆰 ７００ ０􀆰 ７００

观测量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 ｔ 统计值。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与处理

现实中几乎所有影响国家间缔结 ＲＴＡ 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都会同时对双边贸易

流量产生影响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３５］）， 贸易成本作为利用贸易流量计算出

的事后变量也会受到影响。 就本研究而言， 地理距离、 制度差异以及双边贸易规模

等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也会影响到双方是否缔结 ＲＴＡ， 从而导致核心解释变

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 造成内生性问题。
为了缓解内生性偏误对模型估计造成的偏差， 本文采用如下两种方法构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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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一是， 参考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 选取两国与其他国家的距离 （ ｒｅ⁃
ｍｏｔｅ）① 作为工具变量。 地理距离是前定变量， 不随其他因素变化， 满足外生性要

求。 同时， 在两国地理距离给定的情况下， 若两国同其他贸易伙伴的距离越远， 则

两国之间贸易的依赖性更强， 更有可能签订 ＲＴＡ， 满足相关性要求。 二是， 借鉴

林僖 （２０２１） 的做法， 选取贸易双方是否存在 ＲＴＡ 共同缔约方及其数量作为工具

变量。 贸易双方存在 ＲＴＡ 共同缔约方， 也即至少有一个经济体与贸易双方均签订

有 ＲＴＡ。 一方面， 这可能源于贸易双方均与共同缔约方地理临近， 也就意味着贸

易双方地理临近， 签订 ＲＴＡ 可能性大。 另一方面， 考虑到特定经济体能够接受的

ＲＴＡ 存在较强的相似性， 不会因缔约伙伴的差异而出现根本差异。 因此共同缔约

方的存在意味着贸易双方可以接受的 ＲＴＡ 议题和条款近似， 二者之间签订 ＲＴＡ 有

较好的共识基础， 签订 ＲＴＡ 的可能性大。 而共同缔约方越多， 这种地域上的集聚

效应和文本上的模板效应就会越明显， 会进一步通过 ＲＴＡ 的多米诺效应 （ＷＴＯ，
２０１１［３６］） 促使贸易双方签订 ＲＴＡ。 因此， 满足相关性要求。 与此同时， 贸易双方

是否拥有共同的 ＲＴＡ 缔约方及其数量与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并不直接相关， 满足与

误差项不相关的假定。

表 ３　 内生性检验

变量
ｒｅｍｏｔｅ 是否存在共同缔约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ｔａ 　 －０􀆰 ７０５∗∗∗ 　 －１􀆰 ７５４∗∗∗

（－３􀆰 ６５８） （－６􀆰 ４０３）

ｐｌｕｓ 　 －０􀆰 ０６９∗∗∗ 　 －０􀆰 １５４∗∗∗

（－３􀆰 ６６８） （－６􀆰 ４４６）
ｘ －０􀆰 ０５６∗∗∗ 　 －０􀆰 １８９∗∗∗

（－３􀆰 ６２８） （－５􀆰 ６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６１７􀆰 ４３２ ５３２􀆰 ５６０ ３５０􀆰 ５４３ ２５７􀆰 ９２３ ２７６􀆰 １３０ ８２􀆰 ４７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Ｆ 统计量

８９６􀆰 ０９８ ６９３􀆰 １４２ ３８４􀆰 ９５９ ３４５􀆰 １７５ ３６３􀆰 １９０ ８９􀆰 ４７７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１４９３􀆰 ０６１ １１４１􀆰 ９４３ ４９３􀆰 ０８２ ７５９􀆰 ６９７ ７３６􀆰 ７３０ １３９􀆰 ２１７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９８ ０􀆰 ６９９ ０􀆰 ６９４ ０􀆰 ６８６ ０􀆰 ６８８ ０􀆰 ６２１

观测量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注： （） 内为 ｔ 统计值， ［］ 内的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 ｛｝ 内的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上述两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下的估计结果显示

在表 ３ 的第 （１） 至 （６） 列②。 可以看出， 与基准回归相比， ｒｔａ 前的系数变得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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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详见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
限于篇幅， 将共同缔约方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汇报在正文中， 备索。



著， 表明控制内生性后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同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Ｆ 统计量以及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均证明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合理有效的。
２． 遗漏变量和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采取是否为欧盟成员国 （ｂｏｔｈ＿ ＥＵ） 和是否

为同一关税同盟 （ＣＵ） 这两个时变双边国家因素， 用以控制其他时变服务贸易成

本影响因素， 估计结果见表 ４ 第 （１） — （３） 列。 结果显示， ＲＴＡ 相关变量前的

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明结论稳健。 鉴于误差项的异方差性会导

致标准误差和参数估计的不一致， 表 ４ 第 （４） — （６） 列采用泊松伪极大似然

（ＰＰＭＬ） 估计代替 ＯＬＳ 方法做稳健性检验。 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表 ４　 遗漏变量和 ＰＰＭＬ法

变量
遗漏变量 ＰＰＭ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ｔａ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０􀆰 ２３８） （－０􀆰 ６３８）

ｐｌｕ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２􀆰 ６１２） （－２􀆰 ５８６）

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１􀆰 ６７６） （－１􀆰 ７８５）

ｂｏｔｈ＿ ＥＵ
－０􀆰 ５７７∗∗∗ －０􀆰 ５７０∗∗∗ －０􀆰 ５９０∗∗∗

（４􀆰 ４７４） （４􀆰 ４３３） （４􀆰 ５８３）

ＣＵ
－０􀆰 ９８４∗∗∗ －０􀆰 ９２３∗∗∗ －０􀆰 ９８３∗∗∗

（－７􀆰 ４２９） （－６􀆰 ８９５） （－７􀆰 ５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 ３１６ ０􀆰 ３１６ ０􀆰 ３１６
观测量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注： 限于篇幅， 本表只罗列了 ＲＴＡ 相关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省略， 备索。 下同。

３． 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选择将制度距离 （ ｉｎｄｉｓ） 作为监管分歧指数 （ ｓｔｒｉｈ） 的替代变量， 采用贸易双

方监管质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简称 ＲＱ） 差异的绝对值对其加以衡量。 监管质

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简称

ＷＧＩ） 数据库①。 表 ５ 第 （１） － （３） 列展示了将制度距离作为 ｓｔｒｉｈ 的替代指标的

稳健性 检 验 结 果。 表 ５ 第 （ ４ ） 列 选 择 将 贸 易 协 定 设 计 （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简称 ＤＥＳＴＡ）② 数据库中提供的 ｄｅｐｔｈ 指标作为反映 ＲＴＡ 深度的替代

指标， 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一致， 结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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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ｒｇ ／ 。 由于该数据库仅提供 ＲＴＡ 整体深度， 因此无

法区分边境措施深度 ｐｌｕｓ 和边境后措施深度 ｘ。



表 ５　 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ｉｎｄｉｓ 作为 ｓｔｒｉｈ 替代变量 ｄｅｐｔｈ 指标作为 ＲＴＡ 深度替代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ｒｔａ
－０􀆰 ０９３

（－１􀆰 ６２１）

ｐｌｕｓ －０􀆰 ０２２∗∗∗

（－４􀆰 ６４３）

ｘ
－０􀆰 ００６∗∗

（－２􀆰 ０３６）

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６０∗∗∗

（－６􀆰 ４２５）

ｓｔｒｉｈ ０􀆰 ２２９∗∗∗ ０􀆰 ２４２∗∗∗ ０􀆰 ２２７∗∗∗ １􀆰 ６８１∗∗∗

（２􀆰 ６４３） （２􀆰 ７９０） （２􀆰 ６２１） （３􀆰 １１９）

ｓｔｒｉｈ×ｓｔｒｉｏ －０􀆰 ６３１∗∗∗ －０􀆰 ６４４∗∗∗ －０􀆰 ６２９∗∗∗ －２􀆰 ８２８∗∗∗

（－２􀆰 ９６０） （－３􀆰 ０２１） （－２􀆰 ９５２） （－４􀆰 ２６３）

ｓｔｒｉｈ × ｓｔｒｉｄ －０􀆰 ５３３∗∗∗ －０􀆰 ５４５∗∗∗ －０􀆰 ５１１∗∗∗ －４􀆰 ４１３∗∗∗

（－２􀆰 ９１１） （－２􀆰 ９７８） （－２􀆰 ７９９） （－６􀆰 ５２７）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４３３∗∗∗ ０􀆰 ４０９∗∗∗ ０􀆰 ４３３∗∗∗ ０􀆰 ４０７∗∗∗

（４􀆰 ７５６） （４􀆰 ４９２） （４􀆰 ７５７） （４􀆰 ５０５）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０􀆰 ２０７∗∗∗ －０􀆰 ２２１∗∗∗ －０􀆰 ２１７∗∗∗ －０􀆰 １９６∗∗∗

（－２􀆰 ７８７） （－２􀆰 ９８０） （－２􀆰 ９３８） （－２􀆰 ６４３）

ｃｏｌｏｎｙ
－０􀆰 ８２８∗∗∗ －０􀆰 ８４１∗∗∗ －０􀆰 ８１５∗∗∗ －０􀆰 ８７３∗∗∗

（－８􀆰 ８５４） （－９􀆰 ０５９） （－８􀆰 ７５３） （－９􀆰 ４３５）

ｌｎｄｉｓｔ １􀆰 ３９０∗∗∗ １􀆰 ３５６∗∗∗ １􀆰 ４０３∗∗∗ １􀆰 ３４０∗∗∗

（４１􀆰 ７４９） （４２􀆰 ７９１） （４８􀆰 ０２２） （４２􀆰 ４６０）

常数
－６􀆰 ０３４∗∗∗ －５􀆰 ６６７∗∗∗ －６􀆰 １４８∗∗∗ －５􀆰 ４６０∗∗∗

（－２０􀆰 １９１） （－２０􀆰 ０９１） （－２４􀆰 １８３） （－２０􀆰 ４６５）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９９ ０􀆰 ７００ ０􀆰 ６９９ ０􀆰 ７０１

观测量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 ｔ 统计值。

五、 拓展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 异质性分析

１． 区分服务类型

表 ６ 分别考察了 ＲＴＡ 对不同类型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结果表明， ＲＴＡ 对最终

需求服务成本的影响与总服务贸易成本比较类似。 相比之下， ＲＴＡ 对于中间投入服

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更大， 体现在： 第一， 对于中间投入服务， ｒｔａ、 ｐｌｕｓ 和 ｘ 前的系数

均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签订 ＲＴＡ 并且提高 ＲＴＡ 深度能够显著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

成本； 第二， 从政策有效性来看， 边境后措施对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有显著的负向

作用， 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通过对比第 （３） 和 （６） 列，
表明增加 “边境后措施” 议题深度能更加有效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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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区分服务用途

变量
最终需求服务 中间投入服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ｔａ
－０􀆰 ０８３ －０􀆰 １７３∗∗

（－１􀆰 ２２４） （－２􀆰 ５０８）

ｐｌｕ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６∗∗∗

（－４􀆰 ０９６） （－４􀆰 ５３５）

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１􀆰 ８７９） （－２􀆰 ８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７１４ ０􀆰 ７１４ ０􀆰 ７１４ ０􀆰 ５７４ ０􀆰 ５７４ ０􀆰 ５７４

观测量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１６ ５６０

２􀆰 区分 ＲＴＡ 类型

按照缔约方经济发展水平将 ＲＴＡ 分为北北 （ＮＮ） 型、 南北 （ＮＳ） 型以及南

南 （ＳＳ） 型。 各类型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效果详见表 ７。 从表中可以看到，
不同类型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首先， ＮＮ 型和 ＮＳ 型 ＲＴＡ 都会

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无论是增加边境措施或边境后措施的深度都会对服务贸易

成本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第二， ＮＮ 型 ＲＴＡ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强于 ＮＳ 型， 表

现为 ＮＮ 型 ＲＴＡ 相关变量前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 ＮＳ 型， 说明 ＲＴＡ 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效果存在非对称性， 印证了推论； 第三， ＳＳ 型 ＲＴＡ 不能削减服务贸易成本。 可

能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部分 ＲＴＡ 并不以显著的贸易自由化作为特征。
缔结 ＲＴＡ 的目的不只局限于追求贸易创造等传统经济收益， 还包括对抗第三方威

胁、 增强国际话语权、 巩固国内改革成果、 锁定贸易自由化方向、 保持政策连贯性

等非传统利益 （周念利， ２０１２）。 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发展中国家应更多的

选择发达经济体作为贸易协定伙伴， 以更好的发挥 ＲＴＡ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

表 ７　 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区分 ＲＴＡ类型

变量
ＮＮ ＮＳ ＳＳ
（１） （２） （３）

ｒｔａ －０􀆰 ６４８∗∗∗ －０􀆰 ５２０∗∗∗ １􀆰 ２４６∗∗∗

（－６􀆰 １６８） （－５􀆰 ８３７） （８􀆰 ６９２）

ｐｌｕ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８２∗∗∗

（－８􀆰 ８０４） （－４􀆰 ３５７） （５􀆰 ２９９）

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８∗∗∗

（－７􀆰 ７７８） （－２􀆰 ０９２） （４􀆰 ５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５ ６１６ ８ ２０８ ２ ７３６

１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二） 影响机制

１． 减少监管分歧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ＲＴＡ 能否通过弥合监管分歧来达到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的效果， 结果如表 ８ 所示。 第 （１） — （３） 列的结果表明， 对于 ＮＮ 型 ＲＴＡ， 无

论边境措施还是边境后措施深度的增加都可以通过减小监管分歧降低最终需求服务

贸易成本。 但是对于中间投入服务， 唯有边境措施能够通过减小监管分歧降低服务

贸易成本。 从第 （５） 列可以看到， 只有边境后措施才能显著降低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监管分歧。 第 （６） 列中 ｓｔｒｉｈ 前的系数也为负， 表明 ＮＳ 型 ＲＴＡ 通过降

低监管分歧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中介效应不成立①。 可能的解释是： 第一， 尽

管 ＮＳ 型 ＲＴＡ 有较高的边境后措施深度②， 但是由于缺少法律可执行性 （ ｌｅｇａｌ ｅｎ⁃
ｆｏｒ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导致 ＮＳ 型在减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国之间监管分歧上的效果较

表 ８　 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机制： 减少监管分歧

服务类型 ／ 变量
ＮＮ Ｎ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最终需求服务 ｓｔｃ＿ ｆｉｎ ｓｔｒｉｈ ｓｔｃ＿ ｆｉｎ ｓｔｃ＿ ｆｉｎ ｓｔｒｉｈ ｓｔｃ＿ ｆｉｎ

ｐｌｕ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０∗∗∗

（－７􀆰 １１９） （－５􀆰 ５７５） （－６􀆰 ７７３） （－３􀆰 ９１４） （－１􀆰 １２６） （－３􀆰 ９３７）
ｓｔｒｉｈ ３􀆰 ５２１∗∗∗ －１􀆰 ４１８

（２􀆰 ９１７） （－１􀆰 ４３３）

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１∗∗

（－６􀆰 ５６７） （－２􀆰 ０１８） （－６􀆰 ３６９） （－２􀆰 ０１２） （－３􀆰 １１９） （－２􀆰 ０６６）

ｓｔｒｉｈ ３􀆰 ８７５∗∗∗ －１􀆰 ３６８
（３􀆰 ２２９） （－１􀆰 ３７５）

中间投入服务 ｓｔｃ＿ ｉｎｔｅｒ ｓｔｒｉｈ ｓｔｃ＿ ｉｎｔｅｒ ｓｔｃ＿ ｉｎｔｅｒ ｓｔｒｉｈ ｓｔｃ＿ ｉｎｔｅｒ

ｐｌｕｓ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０∗∗∗

（－９􀆰 ８２４） （－５􀆰 ５７５） （－９􀆰 ４６６） （－３􀆰 ４３５） （－１􀆰 １２６） （－３􀆰 ４５８）

ｓｔｒｉｈ ２􀆰 ９００∗∗∗ －０􀆰 ９０１
（３􀆰 ３５８） （－１􀆰 ０３９）

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８∗

（－６􀆰 ４９９） （－２􀆰 ０１８） （－６􀆰 ２９９） （－１􀆰 ６７４） （－３􀆰 １１９） （－１􀆰 ７２７）

ｓｔｒｉｈ ３􀆰 ３１８∗∗∗ －０􀆰 ８６１
（３􀆰 ８３６） （－０􀆰 ９９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５ ６１６ ５ ６１６ ５ ６１６ ８ ２０８ ８ ２０８ ８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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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识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分别采用 Ｓｏｂｅｌ 法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均

表明 ＮＳ 型 ＲＴＡ 通过降低监管分歧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中介效应的确是不成立的。
ＮＮ 型 ＲＴＡ 边境后措施议题的平均深度分别为 ９􀆰 ０９， 而 ＮＳ 型 ＲＴＡ 边境后措施议题的平均深度为 ９􀆰 ６４。



为有限①； 第二， 由于受到数据可获得性影响， 本文的样本区间仅有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两个年

份， 而 ＲＴＡ 缩减制度距离的效果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实现， 因此抑制了这一机制的实现。
２． 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外溢效应

这部分利用中间品货物贸易成本 （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② 作为中介变量， 考察货物贸易

自由化政策效果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作为 ＲＴＡ 影响服务贸易成本途径的有效性，
估计结果详见表 ９。 第 （１） — （３） 列的结果表明， ＮＮ 型 ＲＴＡ 可以通过中间品贸易

自由化带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从第 （５） 列可以看到， 提高 ＮＳ 型 ＲＴＡ 边境措施和边

境后措施深度都可以显著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 第 （６） 列在同时加入 ＲＴＡ 深度指标

和中间品贸易成本后， ｐｌｕｓ 和 ｘ 前的系数由第 （４） 列的显著为负变为不显著， 意

味着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被货物贸易自由化完全吸收。 由

此可以得出结论， 货物贸易自由化是 ＮＳ 型 ＲＴＡ 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唯一途径。

表 ９　 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机制： 货物贸易自由化

服务类型 ／ 变量
ＮＮ Ｎ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最终需求服务 ｓｔｃ＿ ｆｉｎ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 ｓｔｃ＿ ｆｉｎ ｓｔｃ＿ ｆｉｎ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 ｓｔｃ＿ ｆｉｎ

ｐｌｕｓ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６􀆰 ７７３） （－１９􀆰 ９４８） （－２􀆰 ２６３） （－３􀆰 ９３７） （－１６􀆰 ６０６） （－１􀆰 １２３）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 ２􀆰 ００８∗∗∗ １􀆰 ７０３∗∗∗

（１３􀆰 １１２） （１１􀆰 ３８０）

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６􀆰 ３６９） （－１８􀆰 ８７５） （－２􀆰 ２１５） （－２􀆰 ０６６） （－１１􀆰 ８４９） （０􀆰 ０１６）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 ２􀆰 ０２２∗∗∗ １􀆰 ７３４∗∗∗

（１３􀆰 ２３０） （１１􀆰 ６６３）
中间投入服务 ｓｔｃ＿ ｉｎ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 ｓｔｃ＿ ｉｎｔｅｒ ｓｔｃ＿ ｉｎ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 ｓｔｃ＿ ｉｎｔｅｒ

ｐｌｕ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９􀆰 ４６６） （－１９􀆰 ９４８） （－２􀆰 ２８６） （－３􀆰 ４５８） （－１６􀆰 ６０６） （１􀆰 ０７３）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 ２􀆰 ３０９∗∗∗ ２􀆰 ３３６∗∗∗

（１３􀆰 ８８６） （１０􀆰 ８７１）

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６􀆰 ２９９） （－１８􀆰 ８７５） （－０􀆰 ７３８） （－１􀆰 ７２７） （－１１􀆰 ８４９） （１􀆰 ５０５）

ｉｎｔｅｒ＿ ｇｔｃ ２􀆰 ３５６∗∗∗ ２􀆰 ３３６∗∗∗

（１４􀆰 ４８７） （１１􀆰 ０８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５ ６１６ ５ ６１６ ５ ６１６ ８ ２０８ ８ ２０８ ８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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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虽然发达国家有较为强烈的规制融合意愿， 但是实际谈判过程中往往会作出妥协， 放松监管

一致性要求， 用政策空间换取时间， 以求协议尽快达成。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简称 ＣＰＴＰＰ） 中就搁置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 简称 ＴＰＰ） 中对富有争议的条款， 设置暂停条款， 初衷是为了敦促协定的尽快达成并换取进入美国市

场的机会 （白洁和苏庆义， ２０１９［３７］ ）。
计算方法与本文计算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类似， 仅是将服务部门替代为制造业部门， 并令弹性为 ８。

数据源于 ＯＥＣＤ 的 ＩＣＩＯ 表。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ＧＶＣ 分工赋予 ＲＴＡ 服务贸易政策效果新的维度和属性。 那么， ＧＶＣ 背景下

ＲＴＡ 能否以及如何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 经验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 签订 ＲＴＡ 对总服务贸易成本存在抑制作用但不显著， 提高 ＲＴＡ 边境措施和

边境后措施的深度将显著强化 ＲＴＡ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 第二， ＲＴＡ 对最终需

求和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表现在 ＲＴＡ 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

成本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是却可以显著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 提高

ＲＴＡ 深度对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有更好的削减效果； 第三， ＲＴＡ 的服务贸易自

由化效果存在非对称性， ＮＮ 型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果强于 ＮＳ 型； 第四，
ＮＮ 型 ＲＴＡ 可以同时通过减少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自由化两个途径降低服务贸易成

本， 而货物贸易自由化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是 ＮＳ 型 ＲＴＡ 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唯

一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启示： 第一，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高质量 ＲＴＡ

谈判， 同时从最大化 ＲＴＡ 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角度看， 中国应该选择发达国家作

为 ＲＴＡ 谈判伙伴， 不要回避短期内对国内制度空间造成挤压， 但长期却有利于中

国实现高质量开放的高标准条款， 着重在与发达国家的 ＲＴＡ 中提高边境后措施深

度， 以增强 ＲＴＡ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削减效果； 第二， 进一步提高营商环境质量，
加快对接高水平开放的步伐， 抑制监管分歧对 ＲＴＡ 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的抵消作

用； 第三， 重视中间投入服务在 ＧＶＣ 分工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提高 ＲＴＡ 深度， 进

一步削减货物贸易壁垒， 充分发挥 ＲＴＡ 货物贸易自由化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
提升获得中间投入服务的自由化程度， 实现价值链地位的巩固和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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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Ｗ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 ２０１１􀆰

［３７］ 白洁， 苏庆义 􀆰 ＣＰＴＰＰ 的规则， 影响及中国对策： 基于和 ＴＰＰ 对比的分析 ［ Ｊ］ ．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９

（１）： ５８－７６􀆰

（责任编辑　 于友伟）

Ｄｏ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ＡＮＧ Ｌ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ＴＡ）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Ｔ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ｊｕｓｔ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ＲＴＡ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ＲＴＡｓ ｗ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ＴＡｓ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ｈａｖｅ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Ｎ⁃ｔｙｐｅ ＲＴＡ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ａｎ ＮＳ⁃ｔｙｐｅ ＲＴＡ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ｗｏ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ＮＮ⁃ｔｙｐｅ ＲＴ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ＮＳ⁃ｔｙｐｅ ＲＴＡ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ＴＡ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ＲＴ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ＲＴ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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